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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ediation of labor disputes and the localized operation of labor law 

constitute key vantage points from which to examine labor governance in China. Takin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grassroots handling of “double 
wage” disputes and explores their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It reconstructs in detail the 
procedures and principles through which local society resolves such cases. The study 
finds that labor law, situa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cquires 
pronounced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specific regions shape how the law functions at both the arbitration and court levels. 
Divergent degrees of administrative involvement lead labor-arbitration commissions 
and people’s courts to issue different outcomes in cases of the same type, revealing a 
clear divide between arbitration and adjudication. The research further shows that 
regional legal consciousness and pragmatic flexibility in judicial practice partially 
undermine the “paternalism” of state law. Viewed through the lenses of centre–local 
dynamics and the arbitration–adjudication split, China’s labor governance emerges as 
a complex and evolving formation, offering important insights for future scholarship 
and practical reform of labor-dispute resolution. 
Keywords: double wage; labor arbitration; labor disputes; central-local relations; 
arbitration-adjudication divide 

 

摘要：劳动争议的调处与劳动法的地方化运作是审视中国劳动治理的关键视角。

本文从社会学的视野考察了“二倍工资”类型劳动争议的地方性实践及其学理意

涵，详细呈现了基层社会化解劳动争议案件的过程与原则。研究发现，处于央地

维度之下的劳动法在实践中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点，具体区域的产业社会基础

对法律的运作产生了裁审层面的影响；由于行政力量介入程度的不同，造成了劳

动仲裁部门与法院对同一劳动争议类型案件的差异化判决，显示出劳动法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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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审分化。本文还发现，地方社会的区域性法律认知及其司法实践中的变通性

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家法律父爱主义”。在央地关系和裁审分化的视野

下，中国劳动治理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及拓展的可能性，为今后的劳动争议研究和

劳动治理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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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和市场化改制以来，劳资纠纷与劳动争议再次进入学界的研究视

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国企改革引发的大量劳动争议和工人抗争成为国家

与地方政府重点化解的工作任务，学界在国企工人的集体行动和地方政府的应对

举措的研究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佟新，2006；吴清军，2008；程秀英，2012；

Chen，2000；Cai，2002；Lee，2007）。而随着国企改制的完成，国企中规模化

的劳动争议和集体行动逐渐减少，私营企业中的个体劳动争议日益成为地方政府

和法院处理的重点（姚先国，2005；蔡禾，2010；陈峰，2020）。 

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是近些年深刻形塑劳动关系、指导劳动决策的

最重要的法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常凯，201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劳

动合同法》实施后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引发了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数

据显示，2008 年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共立案 69.3 万件，同比上年增长

98.0%；全年各级劳动仲裁机构共办理劳动争议案件 96.4 万件(含上年未结争议

案件)，也远超往年的案件量（2007年处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为 50万件）。① 

这部“新劳动法”的出台过程经历各方博弈与艰辛坎坷，并且实施后也催生

出了许多新的劳动问题（董保华，2016）。“二倍工资”②是这部劳动法新创的条

款，关乎二倍工资类型的劳动争议案件也随之而来，成为基层劳动仲裁部门和司

法部门处置的难题之一。在实践中，二倍工资类型的劳动争议基通常表现为劳资

双方因未签订书面化的劳动合同而引发的纠纷。 

 
① 数据来源于人社部 2007 年和 2008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二倍工资”源于《劳动合同法》的第 82 条规定，即“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

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

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虽然《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二倍工资案件的处理原则，但对于实践层面的计

算基数、计算月数、合同续订和仲裁时效等问题并无清晰的说明（邱婕、王勰祎，

2018）。多数学者及法务实践者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的“工资”并无太

大的异议，争议点在于工资的“第二倍”上。对于“第二倍”究竟是支付工人的

基本工资，还是支付月工资总额，理论界与实务界产生了不同的见解。就本质而

言，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关乎到对二倍工资法律属性的界定，常见的有报酬说（王

琼，2014；李鑫超，2013）、赔偿说（郭虹，2013）、惩罚性赔偿说（王兵等，2013）。

正是出于不同法律属性的认知，各地在二倍工资争议的实际裁审中出现了对仲裁

时效、计算基数等问题的不同理解，进而出现了各具地方性的处理方式。因此，

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便是，为何各地的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面对同一类型的案

件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处理举措？各地产生差异化判决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笔者在浙江省丽县①的调研中发现，自 2019年以来，涉及二倍工资的劳动争

议已经成为当地第二大类型的案件。相较于工伤和欠薪等案件，劳动仲裁部门更

加严格地处理二倍工资案件，而法院在二倍工资争议案件中对劳动者的包容度和

支持力度明显高于劳动仲裁机构。最直接的表现是在同一起案件中，法院的判决

金额普遍高于劳动仲裁院。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便是，造成丽县劳动仲

裁部门和法院做出差异化判决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劳动问题背后蕴含了何种意

涵？ 

 

二 文献回顾：劳动争议治理中的央地关系及裁审差异 

为了实现国家与工人之关系的制度性转变，以及规范劳资关系和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于 1994年出台了第一部劳动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制市

场化的劳动关系。大约在同一时期，劳动争议的处理也迈向了制度化与法治化（李

静君，2014），直接表现为劳动仲裁制度的复兴及《劳动法》对“一裁两审”的

司法程序确认。虽然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初具雏形且日益

成熟，但因为当时的劳动争议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多是因国企改制而造成的工

人“下岗”纠纷，具有历史的复杂性与抗争的群体性等特点，因此国家和地方政

府并未全面推进劳资纠纷处理的法治化进程（庄文嘉，2013；陈峰，2020）。 

 
① 依学术伦理，本文对出现的地点、公司和人名均进行了技术化处理。 



进入 21世纪后，私营企业的劳动争议发生率逐渐超过国企，争议诉由也日

益表现为以个体劳动者为主体的权利争议（姚先国，2005）。面对日益增加的劳

动争议，国家的化解思路是将劳动争议的解决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由劳动仲裁部

门和法院来调处和裁决。然而，一些现实因素对实施统一标准化的劳工政策和劳

动法律形成了桎梏，学界发现劳动政策的地方化实践与劳动争议的法治化处理呈

现出层级性和制度性的两大显著差异。 

第一，各地对劳动争议的态度和行为呈现出层级性和区域性差异，反映了劳

动法律及劳工政策的实施在央地关系维度上的鲜明特征。以往劳动法学界对于

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争论较多，辩论核心之一是该法对劳动力市场灵活

性的影响（常凯，2013；董保华，2016）。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劳动法律总体实

行的是“单一调整”模式，不分类型或性质地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实行统一的处理

方式和执行标准（谢增毅，2017），某些劳动法条款将对地方社会的企业经营产

生直接冲击性影响（董保华，2016）。《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在劳动者

和用人单位的关系中，选择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立法宗旨，并以此展开制度设计，

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法色彩（杜宁宁，2016；阎天，2022a，2022b）。例如，推行劳

动合同的书面化是国家层面保障劳动者个体权利的关键举措，具有强制性特征

（董文军，2016），显示出“国家法律父爱主义”的特点。 

然而，劳动法的实证研究鲜明指出，各地同类型案件的司法实践存在明显差

异，中国劳动争议的司法判决存在央地差异和区域性差异，呈现出法律权力的联

邦制特征（程金华、柯振兴，2018；马玲，2021）。相关研究指出，官员晋升的

考核制度和经济效益所带来的激励可能会压缩劳动政策的实施空间（岳经纶，

2010；黄宗智，2010），如地方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降低劳动政策标准，弱化劳动

保障制度实施”等现象（段礼乐，2011）。尤其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为了消

除不稳定社会因素，基层政府更为积极地介入到劳动争议的处置过程，人为地降

低法律的执行标准（张永宏，2009）。地方政府与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形塑

了劳动法律的实施（汪建华，2017；周黎安，2021），如耿曙和陈玮（2015）发

现，地方政府给资本更多政策优惠的同时，还会在劳工权益和劳动争议的处理等

问题上妥协；汪建华（2017）认为内地的地方政府更为看重外来资本的入驻，其

“包揽式的政商关系”会主动帮助企业平息劳资纠纷。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会出



于自身利益而制定地方保护主义的劳动政策，呈现出区域性尤其是省级层面的差

异（臧雷振等，2020）。简言之，由于产业政策和地区发展程度的差异，利益驱

动下的央地目标出现错位，造成地方政府在劳动政策执行、劳动争议处理中实施

倾向性的法律实践。 

第二，劳动争议的处置显示出法院和劳动仲裁部门的差异性裁决。随着法治

化解决劳动争议思路的不断强化，法院在其中的地位变得愈发重要，得到了学界

的重点关注（Lubman，2000；Tate and Haynie，1993），学者们尤其关注“能动司

法”背景下法院主动介入与化解群体性劳资纠纷的能力与角色（He and Su，2010；

Chen and Xu，2012；谢岳，2016）。另外，因为中国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的法定程

序（董保华，2004；谢增毅，2008），劳动仲裁部门的职能与角色也日渐得到关

注。庄文嘉等人的研究指出，劳动仲裁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过滤劳动争议案

件的重要作用，极大减轻了法院的办案压力（庄文嘉，2013；Zhuang and Chen，

2015）。关于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关系，学界（主要是劳动法学界）重点指出了二

者在裁决劳动争议中体现出的差异性①，并从办案人员的专业性、法律适用规则、

劳动仲裁的职能定位等角度进行阐释，将劳动争议出现“同案不同判”及裁审差

异归因于劳动仲裁机关行政色彩浓厚、仲裁员的法律专业性弱于法官、裁审的法

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范围不同（如劳动仲裁使用效力极低的行政规定）、仲裁与诉

讼程序相脱节等因素（王全兴、侯玲玲，2002；董保华，2004；谢增毅，2008；

周湖勇，2017；沈建峰、姜颖，2019）。 

综合来看，上述两种研究思路分别从央地关系和裁审关系的维度阐述了劳动

法及劳动政策实施的不同样态：前者以央地关系为主要视角考察劳动法的文本表

达与地方实践，重点论述了劳资纠纷差异化治理的层级性和区域性原因；后者则

侧重考察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中表现出的裁审差异。虽然已

有研究指出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央地差异和裁审差异，但仍有几个需要继续探讨的

问题。一是大多研究停留在对宏观层面（如产业政策和政商关系）的解释上，对

具体地区（尤其是县域社会）的产业经营形态、“劳-资-政”关系缺乏细致的考察。

因为从经验层面上来说，一个地区的产业社会基础、企业类型及“劳-资-政”关

系可能是塑造具体劳动政策及法律的深刻根源。二是既有研究大多围绕不同地区

 
① 亦有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发现裁与审的结果约 30%存在差异，参见王兵等人（2013）

的研究。 



的法院判决进行考察，缺乏对同一地区的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的比较分析。同一

地区对同一案件的裁审差异，恰是中国劳动治理复杂性的重要面向。三是既有文

献多从劳动法出发进行规范性分析，少有从社会学（特别是劳动社会学和法社会

学）的视角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考察劳动法的层级实践、区域差异和裁审差异。 

另外，本文选择二倍工资类型的劳动争议为研究对象是基于如下考量：一方

面，二倍工资案件是 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产生的新型劳动争议之一，

各省市对于二倍工资案件的法律条款制定了不同的地方司法解释，出现了对仲裁

时效、计算基数、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因此二倍工资争议更具有案例分

析的典型性；另一方面，自 2008年以来，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受理的二倍工资

案件数量每年都在攀升，尤其是在丽县等地（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如长三角）增

长速度显著，其案件量已占较高比例，因此对该类型案件的分析具有较强的代表

性和现实价值。第三，相较于劳动领域中欠薪、工伤等类型的争议，目前学界关

于二倍工资争议的研究相对匮乏。 

基于此，本文使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搜集案件资料。笔者于

2019年 7月至 8月、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1月、2023年 8月、2024年 8月在

丽县劳动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院（以下简称劳动仲裁院）和劳动监察大队进行

调研，对两个部门及人社局其他部门的 30余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 5名专职仲

裁员，6名兼职仲裁员）、涉案的劳资双方及其委托律师等人进行了多次访谈。笔

者还旁听和观察了五十余起劳动争议案件的调解与庭审过程，其中涉及二倍工资

的劳动争议有十余件。笔者还查阅和整理了丽县劳动仲裁院近10年（2014-2023）

的劳动争议档案，劳资纠纷处理的裁审笔记、会议记录和历史文件等资料。此外

还参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丽县县志等材料。 

 

三  二倍工资案件的法律表达与法律实践 

（一）国家与省级层面：二倍工资争议的法律表达 

1995年开始施行的《劳动法》虽然强调了“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

但这一规定并未得到全面贯彻。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全面推行

劳动合同书面化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旨在以书面劳动合同的签订来赋权劳动

者，实现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董文军，2016）。《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了企业



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即需要支付“二倍工资”。随后颁发的《劳动

合同法实施条例》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和二倍工资的实施原则进行了详细说明。 

为了更好地推行国家法律，地方层面（主要是省级层面）很快做出反应。2009

年 8月，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征求省高院意见的基础上颁发了《关于劳

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①，对“二倍工资”的界定做出了

说明，认为“加付的一倍工资的计算应以劳动者所在岗位（职位）相对应的标准

工资为基数”， 此“标准工资”一般为劳动者的基本工资（即扣除掉绩效、奖金

和物价补贴的岗位和技能工资），如果难以区分工资和奖金等项目，以劳动者上

月实得工资的 70%为基数。该文件还规定“如果劳资双方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仲裁委不支持二倍工资诉求”。从这两项解释

来看，浙江省对二倍工资条款的实施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虽然没有明确定性，但

显然认为“加付的一倍”并非指完整的“劳动报酬”，而是指所谓的“标准工资”。 

2012 年末，在二倍工资案件倍增的背景下，浙江省仲裁院与浙江省高院颁

发了《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若干问题的解答》②。《解答》文件共有十七条，其

中关于二倍工资的说明有七条，可见二倍工资案件在当时引发了一定的裁审争议。

文件明确写道，“二倍工资加付的一倍工资不属于劳动报酬，故劳动者申请仲裁

的时效为 1 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情形下二倍工资的支付时长最长不超过

11个月”。文件还指出如果确认是因为劳动者的责任而未签劳动合同，那么企业

则无需支付二倍工资。可见浙江省对二倍工资的法律解释再次秉持着审慎的态度，

有意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同时兼顾当地企业的经营发展。 

到了 2014年，浙江省高院和浙江省仲裁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二）》③，其中一条涉及到“二倍工资”的时效问题。文件

规定，“劳动者有关支付最长 11个月二倍工资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且最后一个

月的二倍工资请求未超过仲裁时效的，应予全额支持”。这条规定在某种程度上

适度扭转了以往的法律解释，从时效角度上对劳动者的申诉比较有利。④ 

 
① 文件内容参见

https://rlsbt.zj.gov.cn/art/2014/2/27/art_1229506775_307948.html。 

②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www.hzldzy.com/detail-606.html。 
③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www.hzldzy.com/detail-1219.html。 
④ 但在丽县的劳动仲裁实践中，该规定并未得到严格实行，且法院与劳动仲裁体现出明显

的裁审差异，下文将详述。 

https://rlsbt.zj.gov.cn/art/2014/2/27/art_1229506775_307948.html
http://www.hzldzy.com/detail-606.html
http://www.hzldzy.com/detail-1219.html


2016 年底，浙江省高院和浙江省仲裁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四）》①，放宽了对书面劳动合同形式的要求，认为只要劳动

合同真实且能体现劳资双方的真实意思，就算缺失部分内容也“无伤大雅”。在

此情况下，劳动者主张二倍工资的，不予支持。简言之，省级层面认为“无合同”

和“有瑕疵合同”的性质截然不同，基层不应僵化执行二倍工资条款。 

2017年 12月，浙江省仲裁委发布《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终局裁决适用

规定》②，其中最关键的是将涉及劳动者“金钱”的劳动争议分为三类，即劳动

报酬（如计时计件工资、奖金、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等）、经济补偿（经济补偿

金、竞业限制金、代通知金等）、赔偿金（经济赔偿金、二倍工资、未休年休假

工资报酬等）。省级层面明确将“二倍工资”定性为“赔偿金”。之后浙江省出台

的有关二倍工资的司法解释再没有对上述规定做出新的变动。 

（二）县级层面：二倍工资争议的法律实践 

回顾浙江省十余年来关于二倍工资案件的法律解释，可以看到省级层面对于

二倍工资的法律属性经历了一个不断明晰化的过程。首先，在《劳动合同法》施

行之初，浙江省的态度比较谨慎，认为“加付的一倍工资的计算应以劳动者所在

岗位（职位）相对应的标准工资为基数”（2009年的指导文件），在计算标准上进

行了限制，并未认为加付的一倍应当是劳动报酬。其次，到了 2012年，省高院

和省仲裁院对“二倍工资”的性质做出初步界定，认为“加付的一倍工资不属于

劳动报酬”（2012 年的若干解答），从而在法理上提供了判决依据。最后，到了

2017年，浙江省正式将二倍工资的“加付的一倍”认定为“赔偿金”（2017年的

适用规定）。自此，二倍工资的性质和赔付标准在省级层面被固定下来。 

丽县劳动仲裁院院长 ZKY对此解释道，因为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二倍工

资争议对企业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省内出现了大量的相关案件，所以需

要收紧对二倍工资的赔付。（访谈资料 ZKY，20230810） 在省级层面的定性之

下，县级劳动仲裁部门更加收紧了对于二倍工资争议的赔付审核标准，严格审查

劳动者的二倍工资申诉。下面结合丽县劳动仲裁院的相关案件予以重点说明。 

1.李春林与恒鑫纺织的二倍工资争议案件 

李春林于 2017年 2月 4日入职恒鑫纺织，岗位为机修工，日工资为 200元。
 

①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www.hzldzy.com/detail-5278.html。 

② 具体内容可参见：http://www.hzldzy.com/detail-542.html。 

http://www.hzldzy.com/detail-5278.html
http://www.hzldzy.com/detail-542.html


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后李春林得病，于 2018年 1月 1日开始病休。3月

末，李春林提交仲裁请求，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医疗费与二倍工资等共计 40

多万元①。丽县劳动仲裁委支持了部分医疗费和病假工资，并裁决恒鑫公司应当

支付 2017年 3月 4日至 12月 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约 42000

元。仲裁委认为，李春林的工资难以区分岗位工资和奖金、补贴，故应以每月实

得工资 6000元的 70%为基数计算。仲裁委还认为，病假期间劳动关系处于暂停

状态，这种状态下只保障病假工资，二倍工资则不在保障范围内，于是裁决赔付

时长为 2017年 3月 4日至 12月 31日（即双方劳动关系正常运行的阶段）。 

有趣的是，李春林在丽县的临省 J 市 W 区刚经历过一场类似的官司。2016

年末，李春林因和工友斗殴而住进医院，意外查出身体所患重病。2017年 2月，

李春林向 W 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医疗赔偿、经济赔偿金和二倍工资等七万多元，

后经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先后判决，均支持了其二倍工资诉求（未支持其医疗费用）。

与丽县不同，W区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判决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为每月实得工资，

并未乘 70%的系数。W区法院在判决书中写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应当签订劳

动合同，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依法支付二倍工资，故被告应支

付原告（李春林）二倍工资 16967.74元（6000/31*5+5600+5000+5400）。”由此可

见这两个省份在二倍工资的计算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 

正是 W 区的诉讼经历使李春林产生了困惑，他认为是丽县劳动仲裁委偏向

企业，有意大打折扣，于是向丽县法院提起了上诉。李春林在诉状中写到：“二

倍工资的基数应该是每月工资 6000元，不应该打七折，劳动仲裁依据的法律错

误，请法院予以公正裁决。” 

然而，出乎李春林的意料，丽县法院阐释的理由与劳动仲裁委一致，认为工

资中难以区分奖金、物贴等项目，故应以实得工资的 70%为基数计算。但略为不

同的是，丽县法院认为病假期间的二倍工资权益也应当受到保障，于是认定赔付

的时长为 11 个月。② 虽然，李春林不满丽县法院的判决，又接连上诉到市中院

和省高院，但省市两院均支持先前的判决，认为丽县法院的计算基数和赔付时长

并无不当，驳回了其上诉。 

 
① 为避免“对号入座”，本文所涉及到的案件中的金额等数字均为概数。 

② 关于劳动仲裁和法院对二倍工资判决的差异将在下一章节集中论述。 



丽县仲裁院院长 ZKY对此解释道：“浙江省民营企业多，二倍工资条款的冲

击太大，如果完全按照工人的实得工资来赔付，企业肯定吃不消。但地方司法解

释又不能完全跟国家对着来，毕竟法条的出发点是好的，因此只能取个折中点了，

就是用基本岗位工资或技能工资来赔付，无法区别基本岗位工资和奖金的，折中

的办法就是用实得工资的 70%来赔付。这样能够适度兼顾到企业的效益。”（访谈

资料 ZKY，20190802）  

显然，劳动合同法是国家从整体性层面出发制定的，但每个地方的经济状况

和企业发展程度有所差异，因此会产生不同的法律认知，这使得地方在出台司法

解释和进行司法实践时出现了偏转。正如李春林的案件所示，J省W区的判决与

浙江省丽县的判决体现出鲜明的差异：前者对二倍工资的赔付是以工人的实得工

资为标准，后者则是以工人实得工资的 70%（即所谓的“标准工资”）进行认定。

在仲裁员看来，这是因为两省的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经营形态有显著差异。浙江

省民营企业众多，小微企业、草根企业和家庭作坊盛行，尤其在丽县这样的地方

更为典型和普遍，企业管理较为松散和无序，存在大量不签合同的现象，相应的

二倍工资争议数量较多。如果企业没有主观恶意和实质伤害劳动者权益的动机和

行为，那么可以适当予以宽宥，以调解的方式合理降低企业的二倍工资赔付。相

较之下，S省的本地民营企业远不如浙江省多，其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外向型资本，

且多为规模化大型企业，像 W 区主要是招商引资引入的外来大规模企业，管理

方式相对规范，二倍工资争议也相对少很多（田野笔记，20190802）。 

2.许威与正阳公司的二倍工资争议案件 

除了上述案件，劳动仲裁院还会经常遇到纯粹来讨要二倍工资的情况。笔者

参与观察的“许威与正阳公司的纠纷”便是典型一例。①2019年 6月，工人许威

来申请劳动仲裁，事由为公司在合同到期后未与其续签，在无合同的状态下工作

了 11个月，故而索要二倍工资 13万多元。庭审中，老板解释道，由于管理不到

位，忘记了续签，类似的还有十多人，但其他员工均未提出诉讼。 

庭审中，许威提交了充分的举证材料，包括过期的劳动合同、月工资表、考

勤表和银行流水单等。相较之下，公司就略显狼狈，提交了过期的劳动合同和工

资表，庭审中老板的陈述也磕磕巴巴，内容也不如员工表述得切题。但老板说道，

 
① 案件信息来自田野笔记，时间：2019 年 7 月 19 日。 



希望仲裁员多考虑一下公司的实际情况，并非有意不签合同，并且同批次的有多

名员工都未签劳动合同，如果每人都来讨要赔偿，公司定然承受不起。 

双方陈述完后，仲裁员心里俨然明白这是一起典型的二倍工资案件，为利而

来的许威有“碰瓷”的嫌疑，在此情形下，最好的结果是以调解结案，以防产生

负面社会影响。仲裁员认为虽然老板调解意愿很高，但员工预期过高，做法“太

不地道”，所以需要先对其施以震慑。仲裁员 XYJ 先从情理维度质问许威：“公

司每月都是足额支付的，你还要双倍的赔偿金，就相当于干一年的活，拿三年的

工钱，你觉得合适吗？”紧接着，XYJ又从法理维度进行质问：“你觉得法律会

支持这样的行为吗？”许威回答道：“我根据劳动法来，法律怎么规定，我就怎

么来。”XYJ 回应道：“二倍工资并不是按照你到手的每月工资 6000 元乘以 2，

而是要扣除奖金、社保等之后的基本工资乘以 2，不像你说的那样简单，更没有

那么多。如果区分不出基本工资，还要打七折，就是 6000元乘以百分之七十，

再乘以十个月，因为合同到期后有一个月是留给公司考虑续签的时间，不在计算

时间内。” 

解释完法条后，XYJ计算出二倍工资赔偿为四万多元。这时，仲裁员对许威

说：“满打满算就是四万多，而且最后我判下来很难超过这个数，既然双方都愿

意调解，那么我说个数好了，3万块钱，双方各退一步，当天解决好了。”许威起

初不同意，感到调解金额低于预期，但听到仲裁员提醒的仲裁风险，又犯起了嘀

咕。仲裁员见势说道：“你要是不同意，那也不用调了，你们双方再仲裁，之后

还要去法院，有风险不说，光是流程就得走半年以上，各退一步对双方都好。你

要是同意，公司你们也表个态，最快多长时间付清？”老板急忙说道：“最快十

五天付清。”最后考虑到时间成本和诉讼风险，许威同意以 3万元接受调解。 

在这起案件中，主导调解工作的是仲裁员，多是仲裁员与劳动者在“交锋”，

并且仲裁员的调解重点就是降低劳动者的预期，压低赔付额度。仲裁员十分清楚，

一旦调解破裂，裁下来定然是四万多元，即便走到法院，结果也只可能多而不可

能少。因此，调解反而能使仲裁部门达到预期目的。① 那么，在上述二倍工资案

件中，丽县劳动仲裁部门采取倾向性规劝劳动者的根源是什么呢？ 

 
① 调解的好处还有一点，双方柔性解决此案并签订了调解书，约束许威在外面随意张扬散

播此事。因为相似情况的还有十几人，如果他们都以二倍工资索赔的方式来申诉，作为小

微企业的正阳公司定会遭受巨大的冲击。 



（三）地方逻辑下的劳动法与二倍工资案件 

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丽县，辖区有大量的本地民营企业，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居

多（多为纺织企业）。特别是丽县所辖的几个经济重镇，多以纺织企业致富发家，

20世纪 80年代经济崛起的原因便是以做纺织为主的家庭工业和村社企业的大量

发展。时至今日，下面几个乡镇仍有大量的家庭作坊和小微纺织企业。与丽县开

发区引进和发展起来的规范化民营企业不同，这些企业经营形式灵活，雇佣规模

较小，仍以各种“土办法”实行管理。最常见的“土办法”之一是劳动雇佣关系

的短期化和口头约定，即企业或作坊与工人之间以口头约定为多，大量劳资之间

未签订书面合同，并且小型企业会根据市场订单随时增减劳动力，雇佣的短期化

使得企业往往忽视劳动合同的签订，认为签订合同反而麻烦。换言之，小微企业

灵活性经营的背后，是以劳动关系和劳动管理“规范化”的丧失为代价的。 

从实践来看，政府进行了多轮普法宣传，劳动合同签订率虽有所提升，但不

签订的情况仍广泛存在，并且体现出差异化的地区态势，即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

签订劳动合同率远高于各乡镇的企业。因为经济开发区引进的多为大型民营企业，

管理较为规范，而各乡镇的小微企业管理呈现出非正式的特征。因此，《劳动合

同法》实施以来，给丽县各乡镇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和家庭式作坊）带

来了诸多冲击。 

从历史档案资料来看，2014年至 2022年，丽县劳动仲裁院每年受理的案件

数量如表 1所示，案件已经从 2014年的 259件快速增长至 2022年 777件，增长

速度较快。二倍工资案件①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从 2014年的 29件到 2021

年的 137件，数量翻了两番还多。2020年，二倍工资一跃超过工伤保险，成为劳

动争议案件的第二大类型（数量最多的为劳动报酬案件）。 

表1  2014-2022年间丽县劳动争议案件中“二倍工资”类型案件情况 

年份

（年） 

二倍工

资数量

（件） 

调解数

（件） 

撤回数

（件） 

调撤数

（件） 

调解率

（%） 

调撤率

②（%） 

全年案

件总量

（件） 

占比

（%） 

2014 29 15 4 19 51.72 65.52 259 11.20 

2015 20 11 6 17 55 85 360 5.56 
 

① 二倍工资案件指的是以申请二倍工资为主或申请事项中“二倍工资”一项为最高金额的

争议。 

② 调撤率即调解率与撤回率之和，省人社厅对丽县劳动仲裁院的调解率考核指的便是案件

的调撤率。仲裁员日常工作中所说的“调解率”一般指的就是“调撤率”。 



2016 32 14 12 26 43.75 81.25 351 9.12 

2017 30 12 15 27 40 90 352 8.52 

2018 46 27 12 39 58.70 84.78 454 10.13 

2019 82 51 18 69 62.20 84.15 446 18.39 

2020 98 - - - - - 521 18.81 

2021 104 - - - - - 577 18.02 

2022 137 61 23 84 44.53 61.31 777 17.63 

数据来源：根据丽县劳动仲裁院历年档案资料整理而来。 

 

在一视同仁的劳动法下，乡镇小微企业自然成为二倍工资案件的“重灾区”。

面对日益激增的二倍工资案件，前仲裁院院长 ZKY认为“法律的设置过于超前，

不符合丽县本地的实际经济情况，丽县民营企业多，其中又以小微企业居多，特

别是很多纺织企业和作坊管理很不规范，很多都不签合同的，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意地做出调整，从严处理二倍工资的案件”。（访谈资料 ZKY，20190719） 

在仲裁员看来，二倍工资的法条与本地的企业经营现状不适配，认为该法条适用

于大规模、高度规范经营的民营企业，不适用于雇佣规模小、流动性大的小微企

业或家庭纺织作坊；并且认为该法条的实施，极易使原本正常运行的劳资关系滋

生嫌隙乃至产生诉讼，鼓励一批以二倍工资谋利为生的碰瓷者。二倍工资争议还

容易形成负面的示范效应，造成对同一家企业的连续控告，极易击垮当地的小微

企业与家庭作坊。于是，丽县当地的仲裁员倾向于更加严格地适用法律，规劝和

引导劳动者接受调解。 

在劳动仲裁部门看来，二倍工资法条的设置目的无可厚非，本是为了促进劳

资双方签订书面合同，给予劳动者证明劳动关系和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但

仲裁员对于处罚方向却有另一种理解，劳动仲裁员 ZYT说：“二倍工资最好是变

成对公司的处罚，而不应该是对劳动者的奖励。因为加罚的一倍直接给劳动者的

话，一部分人肯定会利用公司（管理）漏洞来谋利。”（访谈资料 ZYT，20210120） 

正是由于存在“奖励诉讼”（李干，2021）的色彩，才会使得一部分人钻法律漏

洞，破坏既有的劳动秩序和工作环境。这其中，“被钻法律空子”的企业多为管

理方式灵活且不规范的乡镇小微企业。ZKY就认为许威有碰瓷企业的嫌疑，“他

难道不知道不签合同就是要（罚）两倍工资吗？他肯定是知道的。不知道，还来

劳动局干嘛？有的人就是故意的，拖到差不多了，就来告公司（大赚一笔）”（田



野笔记，20190719）。 

另外，仲裁员认为李春林同样有碰瓷企业的嫌疑。仲裁员 XH说，李春林于

2017年 2月在W区劳动仲裁委申诉医疗赔偿和二倍工资等事宜之时，已经在恒

鑫纺织办理了入职。明明刚经历了相似的案件，李春林定然知道应该与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但其丝毫不提这事。等到了 2018年 3月，李春林以相同的案由起诉

恒鑫纺织，索要巨额赔偿。仲裁员 XH认为，虽然公司规范化有问题，但更多的

还是李春林的问题。因为李春林在 W 区的经历让他尝到了甜头，觉得隔一段时

间搞一次就能赚不少（田野笔记，20190730）。 

进而言之，仲裁员认为“劳动法”应当是工人用来维权的武器，而不应该成

为某些人争取利益、破坏公平、打破劳动关系正常运行的工具，借助保障权益之

名而谋求利益之实的劳动者，将会受到仲裁员的有意规制。并且，仲裁员还会考

虑到劳资双方在案件中的其他行为，如正阳公司虽然在第一份合同到期后未能及

时续约（不合乎法律），但公司并非故意不签，而是忘记了续签，且未出现辞退

工人和恶意欠薪之事，依旧按照上份合同的既有约定正常发放工资，对工人“有

情有义”（合乎情理）。再加之正阳纺织这类公司是丽县乡镇二倍工资案件多发的

企业类型，因而也得到仲裁员的理解和体谅。 

总而言之，丽县劳动仲裁院对二倍工资劳动争议的法律规制建立在丽县本地

的企业生态及劳资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丽县本地社会生发出来的小微企业、

家庭式作坊及其相应的管理形式、劳资相处之道，深刻形塑了丽县地方政府的法

律认知及实践。劳动仲裁委积极介入劳资纠纷案件，在二倍工资案件中采取严格

审查和谨慎处置的倾向，主动调和劳资双方矛盾。由此可见，二倍工资案件在丽

县的实践显示出法律并非在真空环境下运作，而是嵌入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处

于地方社会的工作人员并非只能僵化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能够依据具体的情境

来开展调解与裁决。 

 

四 仲裁与法院：二倍工资案件的差异性裁决及其原因 

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中国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2007 年颁布实施

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指明，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基层单位是县级，相应的，

作为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县级劳动仲裁院也是最基层的劳动仲裁院。也就是说，

拥有对劳动争议施以裁决权力的最基层的“法律部门”是县级劳动仲裁委/劳动



仲裁院。一般而言，当劳资双方不服劳动仲裁委的判决后，才可以向法院提出上

诉。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倍工资劳动争议的处理中，同处于县域社会的劳动仲裁

委和法院对同一起案件常有不同的理解，致使多起上诉的二倍工资案件的审理结

果与仲裁委的裁决结果不同。丽县劳动仲裁院的数据（表 1）显示，绝大多数的

二倍工资案件都能以调解的方式在劳动仲裁环节妥善解决，仅有少数案件才会上

诉到丽县法院。下面笔者使用在丽县劳动仲裁院收集到的档案材料和访谈资料，

并结合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搜集的丽县法院受理的二倍工资上诉的案件，一并呈

现县域社会中二倍工资案件在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的差异化实践。 

（一）县域层面：二倍工资案件的“同案不同判” 

笔者整理了近十年（2014至 2023年）丽县劳动仲裁委和丽县法院的裁审档

案，共找到 44起涉及二倍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① 梳理这 44起案件后发现，其

中劳动仲裁院与法院的判决结果一致的案件有 33起，法院判决金额高于仲裁的

案件有 10起，低于仲裁的案件仅有 1起，为仲裁员无意中的计算错误，金额十

分接近（劳动仲裁判为 1600元，法院判决是 1500元），因此这起案件可忽略不

计。整体而言，针对同一案件，劳动仲裁院与法院的判决差异率达到了 25%，其

中约 23%的案件为法院的判决金额高于或远高于劳动仲裁委。二倍工资案件所

显示出的“同案不同判”之比例不可谓不高。 

那么，针对同一起案件有关二倍工资条款的内容，劳动仲裁院是通过何种方

式实现裁决的结果低于法院的呢？这种分歧是如何体现在法院和劳动仲裁院之

间的呢？通过在丽县的田野调查，并结合对丽县法院裁判文书的研读，笔者发现

劳动仲裁院主要是使用下列两种方式实现判决金额的最小化。 

第一是在赔付的标准上（即计算基数）施以手脚。例如张丽与柯布服饰公司

的纠纷。张丽于 2019年 11月入职，担任设计总监，公司以新入职员工告知书的

方式与其约定试用期为 3个月，试用期月工资 12000元，转正后工资 15000元，

待转正后，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无法办理社会保险的，公司将

按各地区标准给予补偿。2020 年 3 月 2 日，老板微信告知说公司形势不好，建

议她早做打算。很快，张丽从公司离职。2020年 9月 24日，张丽申请劳动仲裁，
 

① 丽县劳动仲裁院审理的案件来自笔者在丽县实地调研时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辅之以仲裁

员的访谈记录，丽县法院审理的案件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申请内容有补发工资、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

金等多项。2020 年 11 月，丽县劳动仲裁委判决公司赔付二倍工资为 18000 元。

张丽不服裁决，诉至丽县法院。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二倍工资赔偿为 39000

元。 

法院与仲裁的结果之所以相差巨大，是因为二者对二倍工资的计算基数采取

了不同的标准。法院认为公司以告知书的方式与员工单独约定试用期 3个月的行

为是不成立的，这 3个月应纳入劳动合同期限。与之相关，二倍工资应以转正后

的工资标准 15000元来计算。此外，法院认可公司以现金补贴员工的行为，认为

计算时应当扣除 2000元，因此二倍工资计算基数为 13000元，支付时长为 3个

月，最终确定赔付金额是 39000元。 

与法院不同，劳动仲裁院认为双方在劳动关系正常维系的三个月里均认可

12000元的试用期工资标准，且张丽实际收到的钱也为此数。并且这里还包含了

2000 元的社保现金补偿，应该予以扣除。剩余的 10000 元里无法分清奖金、加

班工资等项，因此劳动仲裁院确定赔付的基数为 10000 元/月×70%=7000 元/月。

在时间上，劳动仲裁院认为 2月份时劳资双方的关系实际已经终止，所以支付时

长不足 3个月，最终做出 18000元的赔付裁定。 

第二，是在赔付的时长上（即计算月数）加以限制。除了上述在赔付的基数

（也即仲裁院常说的“单价”）上加以限制，劳动仲裁院还严格控制二倍工资的

赔付时长，减少企业赔付二倍工资的时间。 

其一是通过豁免病假等特殊时间来缩短二倍工资的赔付时长。上文提及的李

春林案便是如此。虽然法院和仲裁院的计算基数皆是一样（都认为应以员工实得

工资的 70%为基数），但对赔付时长的看法不一，法院认为工人的仲裁时效并未

过期，应该最大化予以支持，于是计算为 6000元/月×70%×11月=46200元。而

仲裁院认为病假期间劳动关系处于暂停状态，只保障工人的病假工资等权益即可，

对于二倍工资则可以豁免处罚，于是裁决公司赔付二倍工资的时长为 2017 年 3

月 4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即劳动关系正常运行的阶段）。 

类似的案件还有孙超与恒丰纺织的纠纷。孙超于 2020年 3月至 9月在恒丰

从事机修工岗位，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6 月末孙超发生工伤，修养了两个月。

孙超提交的工资条显示，基本工资为每月 9300元，另有满勤奖、粮补、考核奖，



但公司每月只发 6000元，差额则作为留底工资年底一次性发放①。工人申请仲裁

后，裁决下来的二倍工资仅有 11000元，计算基数使用的是实得工资 6000元，

时间则是 4至 6月份。工人不服裁决，遂至法院诉讼。丽县法院认为，根据原告

提供的工资条可以确定岗位标准工资为 9300 元/月，因此二倍工资可计算为：

9300 元/月×4.6 个月=42780 元。可见，仲裁院与法院的差异一是体现在计算基

数上，二是体现在对赔付时长上，仲裁员认为工人休息的两三个月，双方劳动关

系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不能无限地过度保护。（访谈资料 JWY，20230811） 

其二是单纯计算二倍工资的有效时间，以此来缩短企业赔付二倍工资的时长。

虽然在这 11 起案件中并未找到直接体现这一方法的案件，但是经过对仲裁院院

长和多位仲裁员的访谈基本确认了这一操作方法。劳动仲裁院院长 ZKY说：“我

们要比法院更加从严处理二倍工资争议，一种方法就是按照基本岗位工资进行赔

付，从标准上降低赔付的基数；第二种方法就是从时效上严格控制，过期一个月

就少一个月的赔付。举个例子来说，一名员工在企业干了 5个月，没签合同，从

2023年 1月 1日做到 6月 1日离职，那么他的二倍工资最长赔付就是 4个月。

二倍工资的有效期限是 1年，也就是说，2024年 6月 1日之后，员工再来索赔

二倍工资，我们和法院都不会认。如果员工在 2024年 5月 1日来仲裁，该赔付

多长时间呢？法院的逻辑是，只要员工申请仲裁的时间（5月 1日）还在有效期

内，那就应该全部支持，就是说法院会支持 4个月的赔付时间。② 而仲裁的逻辑

不一样，我们是过期一个月就少一个月，索赔时间（5月 1日）到期限截止时间

（6 月 1 日）只有 1 个月，最后就赔偿一个月的二倍工资。”（访谈资料 ZKY，

20230810） 仲裁员的解释显示出，同处于县域社会、同样适用省级司法解释的

两大部门，对同一案件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出入。 

（二）“同案不同判”的原因：行政化/政治化嵌入程度的差异 

回顾丽县劳动仲裁院与法院共同审理的这 44起牵涉二倍工资的案件，能够

发现两部门对于二倍工资的劳动争议案件均会采取从严的风格，但两部门之间同

样存在裁审差异，呈现出“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前文提到，基于丽县本地特殊

的企业类型和劳资环境，丽县地方政府从严处理二倍工资类型的案件，尤其是对

 
① 丽县本地纺织企业的惯用做法，目的是防止工人跳槽。 
② 法院严格遵循的是 2014 年浙江省高院和省仲裁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答（二）》中的规定。 



纯粹来讨要二倍工资且有“碰瓷”嫌疑的工人采取严格规制的态度。那么，在这

种“严格审查索赔二倍工资”的氛围下，劳动仲裁院和法院的做法能够得以清楚

的理解，但却无法解释两部门为何对于同一案件实施差异性的裁决。若要理解这

一差异，需要厘清劳动仲裁院和法院的属性及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法院的属性和定位，在法学界已有较多讨论，诸多研究探讨了法院的嵌入性

问题（章武生、吴泽勇，2000；贺卫方，2003）。这些研究通常认为，由于财政

上的依赖，使得法院不得不依附于地方政府，司法独立变得愈加困难（He，2009）。

再加之地方政府的维稳巨大压力，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或极端事件时会向法院施压

（Ng and He，2017）。近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法院与地方政府的

财政关系逐渐脱钩，法院审判工作受到行政化和政治化的干预程度明显减弱（左

卫民，2015）。 

与法院不同，劳动仲裁部门则是深深地嵌入在行政体系中。从组织结构和人

员设置上来看，劳动仲裁委、劳动仲裁院和人社局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关系样

态：一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管辖本辖区劳动人事争议的机构，由省、

市、县级党委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工会和企业代表三方力量组成，负责辖区内

发生的劳动争议；二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是同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下

设的实体化办事机构，具体承担争议调解仲裁等日常工作；三是，劳动仲裁院设

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内，是人社局的事业单位之一，劳动仲裁院院长受

人社部门的考核和管理①。因此可以看出，劳动仲裁院受到人社系统和劳动仲裁

系统的两条线垂直管理。然而，从实际工作来看，劳动仲裁委仅是徒有名号，日

常工作均由劳动仲裁院负责处置，用仲裁员自己的话讲，“劳动仲裁委员会最常

出现的是在调解书、裁决书的盖章上”。 

丽县劳动仲裁院成立于 2005年，属于人社局的事业单位，前身是人社局的

劳动仲裁科，之前的劳动仲裁科科长便是如今的劳动仲裁院院长。从级别来讲，

丽县劳动仲裁委高于人社局，仲裁委的主任由一名副县长兼任，人社局局长是副

主任之一。虽然劳动仲裁院是两条线管理，且劳动仲裁委的级别还高于人社局，

但是劳动仲裁委的领导只是“名义领导”，人社局才是真正的上级单位。这种情

形下，劳动仲裁院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意志影响就不难理解了。正如仲裁员 XYJ

 
① 大多县级劳动仲裁院院长与人社局劳动关系科或劳动仲裁科科长由同一人兼任。 



说：“仲裁是在职能部门里面，就是在整个人社局的体系里面，面临的维稳压力

非常大，法院也有维稳压力，但相比于仲裁来讲，肯定是要相对独立和压力相对

小一点”。（访谈资料 XYJ，20230815） 因此，劳动仲裁院基于丽县本地的企业

现状和经济发展形势会更加与丽县政府保持一致，行政意志传导至劳动仲裁院的

深入程度远高于法院系统。 

在行政性嵌入的情况下，劳动仲裁院的调解与裁审方向主要由地方政府影响

和塑造，其对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经营现状的考量多于法院系统。仲裁员

XYJ说：“法院也不是不考虑本地情况，只不过它们更以劳动法条的条条框框为

准，而我们更多的考虑丽县的本地情况和企业发展，特别是那种传统的小企业。”

（访谈资料 XYJ，20230815） 为了当地小微企业的持续发展，劳动仲裁院不得

不考量和保护本地企业的经营特点和管理形式，在地方政府主导的逻辑上展开调

解和仲裁，对二倍工资的规制性和限制性成为其裁决的主要原则。总而言之，在

传统小微企业的经验性做法、地方性惯例与形式主义法律要求发生冲突时，劳动

仲裁院试图在劳动法与地方惯例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二倍工资案件开展不同于

法院的更严格的调审实践。 

 

五  结语：中国劳动治理的复杂性及其拓展 

二倍工资类型的劳动争议的解决实践，显示出中国劳动争议治理的复杂性。

首先，劳动法的实践具有鲜明的央地维度，国家意志不可避免地遭到地方政府和

基层社会的有意偏转。一是地方层面（主要指省级政府）关于劳动法条的司法解

释嵌入了更现实的社会经济效益考量，彰显出法律权力的“联邦制色彩”（程金

华、柯振兴，2018）。二是基层社会（主要指县域政府）的法律实践更加依据具

体的企业形态和“劳-资-政”关系来施以裁审，即特定的社会基础和产业基础影

响乃至决定了二倍工资案件的调处方向。而且劳动法的实践显示出显著的裁审分

化，劳动仲裁对于二倍工资的包容度低于法院。归根结底是因为劳动仲裁部门内

嵌于行政体系中，明显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意志影响。 

（一） 央地关系维度中的劳动法 

劳动法学界关于《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影响的争论较多（常凯，

2013；董保华，2016）。谢增毅（2017）指出，中国的劳动法律总体实行的是“单



一调整”模式，不分类型或性质地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实行统一的处理方式，这

不利于保障劳动者权益和企业长效发展。在实践中，《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丽

县这种遍地民营小微企业的地域（尤其是以家庭工业和乡镇企业为起家的地方）

冲击较为显著，二倍工资案件增多是这一法律冲击下的典型体现。 

从国家层面来讲，推行劳动合同的书面化是保护劳动者的关键举措，因为劳

资纠纷走到庭审环节常体现出的是弱势的工人没有合同等证据来证明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合同法的关键一步是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的强制性，显示出

“国家法律父爱主义”的特点。因为劳动法的诞生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劳动关系处

理中对保护弱者理念的信奉与坚持（阎天，2022a）。在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劳动合同法》选择了倾斜保护劳动者的视角并展开相应的制度设计（杜宁宁，

2016；阎天，2022b）。 

然而，地方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劳动法的“国家父爱主义”。对于地

方而言，它们期望在企业经营发展与劳工权益保障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状态，既要

执行国家的劳动法律，又要兼顾当地经济发展和尊重本地企业经营状态、地方民

情。具体到二倍工资法条上，地方社会的产业社会基础和本地企业形态深刻影响

了地方工作人员的法律认知，仲裁员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底线型争议”（例如

欠薪和工伤案件）的“补偿型争议”，劳动者受到的实质损害有限或者未受到权

益损害，因此可以规劝劳动者做出更大的让步，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运转（刘建，

2025）。像本文列举的李春林案、许威案恰恰说明了地方认可劳资双方业已达成

劳动合意的事实和契约（虽然劳资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化的劳动合同或者上一份劳

动合同已经过了期限），认可事实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秩序，并且认为

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不应过多介入正常运转的劳资合意行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

障应当维持在一定合理限度内。这显示出地方社会对“国家法律父爱主义”持有

一种谨慎的实践态度。本质来讲，这与丽县当地社会弥漫的自由化市场契约文化、

长时段民营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区域民情密切相关。 

另外，从区域间比较来看，各地在经济发展程度和企业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

每个省份由于利益诉求不同，表现出动力不均的法律实践。于地方而言，对国家

法律的司法解释便是体现行动意志和实施裁决的关键性依据（程金华、柯振兴，

2018）。浙江省出台的关于二倍工资法条的历次司法解释体现出地方层面对于二



倍工资争议的不断认识及最终定性。对比其他省份可以发现，浙江省对于二倍工

资法条的解释具有较强的限制性，即倾向于严格审查劳动者的二倍工资诉求，李

春林案便展现出浙江省和 J省的区别。J省W区劳动仲裁和法院部门的赔付标准

明显高于浙江省丽县，根源就在于浙江省的民营资本发达，小微企业众多，企业

管理方式落后，二倍工资法条对浙江省企业经营影响更大，致使地方需要更加客

观考虑本省的实际经济发展和企业赔付能力。 

其实，如果细看二倍工资案件的处置，同处于浙江省的两个地方，执行标准

和原则也有所不同。笔者对比了省会杭州市与丽县的二倍工资案件，发现杭州市

裁审判决有着更强的包容性，二倍工资争议的赔付标准高于丽县。这是因为省内

企业发展差异依然很大，丽县的做法显示出县级部门更加倾向于保护大量管理不

规范的小微企业经营，合理降低劳动者的二倍工资赔付。 

因此，法律不仅是“书本上的法”（law in book），更是“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Pound，1910）。这种“行动中的法”主要体现于司法过程中法官的审理活

动（Nelken，1984），在劳动争议领域便是指裁审过程中劳动仲裁员和法官的审

案过程。不同于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定者”，也不同于省级层面的“法律阐释者”，

县级层面更多的是“法律实践者”的角色，县级劳动仲裁院和法院的裁审过程呈现

出劳动法在特定地方社会的实践形态。这直接折射出央地维度下劳动法制定与层

层实践的复杂形态。 

（二） 裁审分治下的劳动争议案件 

由于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的法定程序，劳动仲裁部门

实际上成为基层法院的前一环节，即事实上最基层的“劳动法庭”。从程序和形

式上考察劳动仲裁院和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劳动法学研究的一贯思维方式，但本

文的立意并非如此，而是尝试从法社会学和劳动社会学的视野去审视二者之间的

关系，因为实践中的“裁审关系”具有复杂的意涵。 

以二倍工资案件为例，在省市层面（主要是省级）①对二倍工资案件做出愈加

细致化规定的情况下，县级劳动仲裁院和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基本遵循省级司

法解释的原则，均对二倍工资案件做出较为限制性的裁审，从而有意降低劳动者

的二倍工资诉求。然而，大量二倍工资案件的数据表明，劳动仲裁院与法院对于

 
① 笔者考察了丽县所在的 S 市，发现市级层面并无对二倍工资做出重要有益的阐释，丽县

劳动仲裁院和法院的二倍工资裁审依据的均为省级司法解释。 



二倍工资诉求的裁决结果仍有明显的差异，针对同一案件，劳动仲裁的结果总是

低于或远低于法院。虽然部分关于劳动争议的研究指出，造成裁审差异的原因是

二者适用了不同的法律，但问题在于，选择适用不同的法律可能仅是二者判案的

结果，而非真正的原因。本文认为，真实的原因是劳动仲裁院和法院的行政性嵌

入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二倍工资案件中的差异化判决。具体而言，劳动仲

裁机关深深地嵌入在行政体系之中，其立场受到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与经济考量

的影响，因此形成了有利于本地企业经营和经济发展的裁决原则。本地小微企业

众多的客观基础情况、长久以来的缺乏规范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和非正式“惯例”，

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劳动仲裁院的裁审实践。相较之下，法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更强。总之，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中纳入裁审分化的视野，有助于我们辨析中

国当代劳动问题的版图。 

（三）讨论：中国劳动治理研究的拓展可能性 

以往社会学的研究通常关注集体性的劳资纠纷，多以激烈和广泛的劳工抗争

案件开展研究分析（吴清军，2008；程秀英，2012；汪建华、孟泉，2013；张永

宏、李静君，2012；Cai,2002；Chen,2000），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拓展劳

工社会学和法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将更为广泛的个体型劳动争议纳入其中。本文

以二倍工资争议为例研究劳动争议解决的央地维度和裁审分化，可以视为一次有

益的探索，更多的劳动争议类型（如劳动关系确认、经济补偿金、竞业限制金等）

及其学理意涵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劳动法学界对个体型劳动争议及其区域性差异做出了富有意义的探索，如程

金华和柯振兴（2018）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城市违纪解除劳动合同纠纷判决

书为样本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各个地方制定的司法解释将会差异性地保护劳

动者或企业，以此推断中国法律实践的“联邦制色彩”。本研究更进一步，深入

挖掘了地方社会采取倾向性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社会基础和产业根源。另外

对于中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来讲，在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的制度框架下，劳动仲裁部

门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觑，其与法院的裁审差异恰是中国劳动治理复杂性的典证。

但目前学界对于劳动仲裁部门及劳动仲裁制度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当前的劳动社会学界多以微观的视角对劳动过程中的资本控制和劳工反抗

进行考察，而有所忽视作为“后端”的劳动争议研究，对劳资主体之外的政府与



国家之角色探讨不足。本文认为，当下我们迫切需要重返转型社会学的总体性视

野（沈原，2006），以“劳工”为基点，把与之相关的多种主体与多项要素纳入

讨论，从而呈现出劳工研究的整全性考量和总体性面向（闻翔，2020；沈原，2020）。

在此意义上，本文期望在劳资主体之外纳入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视野，以

“劳动争议”为切入点审视各类行动主体和区域性社会因素，从而总体性理解和

把握当代中国国家劳动关系的治理和变迁。 

最后，需要警惕的是，我们一方面看到地方政府出于本地社会发展和经济效

益的考虑，因地制宜地实施劳动法律和劳工保护政策，具有保护地方小微企业发

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亦能看到劳动仲裁部门更加限制性地实施调解和裁决，具有

比法院更低的容忍度。这两方面的法律实践倾向对涉案其中并以此维权的劳动者

而言，无疑都是非常不利的。或许，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从劳动法的整体设置

及其与地方社会（尤其是不同类型的企业）的适配性上入手并进行调整，而不是

人为设置难题阻碍劳动者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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